
 

 

自下而上：教育的逆代际健康效应 

——来自《义务教育法》的证据 

彭雯静 罗轩媛 王耀璟 ① 

 
摘  要：人力资本自上而下的代际传递是现有文献研究的重点，而鲜有文献关注人

力资本自下而上的代际传递以及性别差异。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利

用 1986年《义务教育法》实施这一外生冲击，通过工具变量法研究子女教育对父母健康

的影响及作用渠道。研究发现，子女教育提升显著改善了老年父母的生存预期、躯体健

康、认知功能和抑郁。进一步地，通过对情感和经济支持两方面的异质性机制分析，我

们发现这种反哺模式呈现出“儿子出钱，女儿出力”的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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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人口老龄化问题是当今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

规模最大的国家，也是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截至 2021 年末，我国 60 岁

和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 18.9%和 14.2%。同时，65 岁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已达到

20.8%②。一方面，老年人口占比增加通过影响健康状况，导致医疗服务需求上升，医疗

卫生费用支出负担显著增加
③
（Howdon 和 Rice，2018）。根据封进等（2015）的预测，

2030 年我国 65 岁以上人口的人均医疗费用将比 2010 年上涨 164%，年均增长约 5.2%。

另一方面，随着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和加深，养老压力显著上升。在目前我国社会保

障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家庭养老作为主要的养老模式，具备低成本高效率满足老年

人差异化需求的优势。特别是处在中国特有的文化环境中，以血缘纽带为核心的家庭养

                                                        
① 彭雯静、罗轩媛，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王耀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邮

箱：wangyaojing@pku.edu.cn 
② 数据来自《2021 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详见 https://www.gov.cn/xinwen/2022-

10/26/content_5721786.htm?eqid=f890a0110001bcf1000000056474d096。 
③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 年我国卫生总费用为 7.68 万亿元，占 GDP 的 6.7%，相比 1991 年增

长了 84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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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模式表现出独特的适应性。2021 年出台的《“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

体系规划》明确了家庭养老在养老服务体系中的基础地位，提出巩固和增强家庭养老功

能。2022 年 2 月，国家卫健委等多部门联合颁布了《“十四五”健康老龄化规划》，进一

步强化了“家庭是健康第一道关口”的观念。因此，本文旨在探讨子女教育对父母健康

的影响以及相关的反哺机制，这对于拓宽老年人健康促进的渠道，推动实现“健康老龄

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教育和健康作为广义的人力资本，都能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影响（杨建芳等，

2006；Acemoglu和 Johnson，2007）。关于教育和健康两者的因果关系，现有文献主要关

注教育对自身健康的影响（Baker 等，2011），或对子女健康的影响，即人力资本向下代

际传递（Currie 和 Moretti，2003；Chou 等，2010），鲜有文献关注对父母健康的影响，

即人力资本向上代际传递（Ma，2019），尤其在内生性问题的处理，以及机制分析上尚

存在进一步的研究空间。 
另外，在中国的制度框架和文化背景下这一问题的研究被天然赋予了和发达国家或

其他发展中国家区别开来的特性。一方面，不同于多数发达国家的社会化养老模式，我

国现阶段仍然以非正式养老为主，即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尤其是子女对父母的非正式转移

支付（Zhao 等，2013），因此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因素在我国的养老问题中更为重要。

通过对子女人力资本反哺父母健康的机制研究，本文可以从缓解健康不平等、提高家庭

养老质量视角，为健康老龄化提供新的思路。另一方面，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性别差异

在养老机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刘潇等，2022；吕光明和刘文慧，2020），同样是后

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儿子和女儿对父母健康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关于家庭分工在养

老模式的体现，本文提供了实证上的证据，为现有文献作了有益的补充。 
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利用 1986年《义务教育法》的实施提供的

准自然实验，将政策暴露时间以及政策强度作为子女受教育年限的工具变量，估计了子

女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对父母健康的影响程度以及反哺机制，并进一步考察了这一影响的

性别差异。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为：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介绍数据及变量情况，第四

部分介绍实证模型并报告基准回归结果和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进行异质性及机制讨论，

第六部分总结全文。 

二、文献综述 

现有文献在教育和健康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上基本达成一致（Baker 等，2011）。个体

的受教育程度被视为是对自身健康水平的最强预测因素之一（Cutler 和 Lleras-Muney，
2006）。另外，教育也存在向下的代际传递，即个体受教育水平的提升能显著改善后代

的健康状况。Currie 和 Moretti（2003）发现，母亲教育水平的提升，一方面，显著增加

了收入，可以为孩子提供更多更好的健康服务，另一方面，促进了健康习惯的养成，从



 

 

而显著改善了孩子的健康状况。但是，现有研究大多数着眼于父母的教育水平如何向下

进行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Chou 等，2010），而较少文献研究子女受教育程度提高对父

母健康水平的影响，即向上的代际传递（De Neve 和 Fink，2018；Lundborg 和 Majlesi，
2018；Ma，2019）。 

然而，在估计教育对父母健康的影响时，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的存在

将导致估计结果的偏差。除了通过考虑家庭固定效应来减少由无法观察到的家庭背景带

来的遗漏变量问题外（Torssander，2013），近期的一些研究开始利用制度变量作为教育

的工具变量来估计子女教育对父母的死亡风险（De Neve 和 Fink，2018；Lundborg 和

Majlesi，2018）、认知水平（Ma，2019；Ma 等，2021）和慢性病患病率（Liu 等，2022）
的影响。Lundborg和 Majlesi（2018）第一次利用了外生政策冲击进行因果识别，他们根

据 1950s-1960s瑞典义务教育法改革（即义务教育年限由 7年延长至 9年）这一外生冲击

构造了子女受教育年限的工具变量，但并没有发现子女受教育年限对父母死亡风险有显

著的影响。De Neve 和 Fink（2018）、Ma（2019）和 Ma 等（2021）分别基于坦桑尼亚、

中国和墨西哥的教育改革构造子女教育的工具变量，却得出了与 Lundborg 和 Majlesi
（2018）不同的结论。De Neve 和 Fink（2018）发现子女的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会使

母亲死亡概率减少 3.7 个百分点，使父亲死亡概率减少 0.8 个百分点。Ma（2019）和 Ma
等（2021）均发现子女教育程度的提高显著改善了父母的认知功能。Ma（2019）是第一

篇在中国的背景下，利用义务教育法的实施构造政策暴露时间和政策实施力度变量，并

将其作为家庭中最高受教育程度子女的受教育年限的工具变量，来估计子女教育对父母

健康影响程度的文献。但只考虑最高受教育程度的子女又会带来新的识别问题，如受教

育程度最高的子女可能并非受政策影响最大的人群，从而导致一阶段的系数被低估，以

及忽视家庭内部其他兄弟姐妹的溢出效应会带来二阶段估计的误差等。 
此外，关于性别差异和机制的讨论，在现有文献中并不十分充分。Lundborg 和

Majlesi（2018）和 De Neve 和 Fink（2018）对父母性别、子女性别进行了分样本的异质

性分析，但未对机制进行详细分析。Lundborg和 Majlesi（2018）检验了是否住在同一城

市和接受继续教育的概率两个渠道的影响。Ma（2019）的研究基于微观数据，对渠道因

素有较为完整清晰的分析，但是并没有考虑进性别差异，而实际上，在中国传统思想的

影响下，性别差异在家庭养老安排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从而进一步影响了代际传

递。 
本文研究子女教育对父母健康的异质性影响及渠道，可能在以下三方面为已有文献

进行有益的补充：第一，本文借助 1986年《义务教育法》的实施这一外生的政策冲击识

别了子女受教育与父母健康的因果关系，同时考虑家庭内部子女之间的溢出效应，避免

了只看最高受教育程度子女带来的潜在偏差。第二，本文在中国的背景下从性别差异的

视角研究子女教育对老年父母健康的反哺机制，厘清了在我国当前的社会保障水平和养

老观念下，不同家庭结构呈现出的情感与经济的双重纽带作用，为促进积极老龄化提供

了新的视角。第三，本文发现了后代人力资本缩小区域间老年人健康差距的实证证据，

为实现健康老龄化的区域协同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三、数据与变量 

（一）数据 
本文的个体数据来自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2011 年基线调查数据 ①。该调查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

究院主持，旨在收集 45岁及以上人群及其配偶的个人基本信息、健康、工作等和家庭、

社区信息，具有较好的全国代表性。该调查数据包含了较为丰富的个体健康、行为以及

家庭信息，能为我们构造多维度健康指标、探究影响机制提供便利。各省《义务教育法》

颁布和生效时间信息来自中国人大网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 ②。 
我们将子女出生年份限制在 1966-1982 年之间。一方面，1966 年之前出生个体的受

教育程度可能会受文革期间停课停学的影响，而 1966 年之后出生的个体在 1978 年恢复

初高中招生统考时未满 12 岁，可以正常升入初中。另一方面，1982 年之后出生的个体

可能受到 1999年高校扩招政策的影响，使得受教育年限中包含了部分高等教育阶段的因

素（刘生龙等，2016）。另外我们排除了调查时仍在上学的子女，并去掉关键变量缺失

的样本，最终得到有效样本 21505 个。 
（二）关键变量构造 
本文关注老年父母的健康水平，包括生存预期、躯体健康、心理健康三个方面。 
生存预期往往可以反应个体的总体健康水平，能较好预测寿命（Ma，2019），本文

根据受访者判断自己达到一定寿命的可能性来衡量生存预期，如果回答“不太可能”和

“根本不可能”则定义为生存预期较低，回答“有可能”、“很可能”和“简直一定”则

定义为生存预期较高。 
心理健康通过抑郁程度和认知水平来代理。抑郁程度通过抑郁量表简表（10-item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CES-D 10）来衡量。该表共有十道题关于

受访者上周的感觉及行为，包括因小事烦恼、难以集中精力、情绪低落、做事费劲、感

到害怕、睡眠不好、感到孤独、无法继续生活、对未来有希望和感到愉快。得分区间为

0-30 分，得分越低表示抑郁程度越轻。本文通过受访者是否掌握 100 以内减法的计算能

力来衡量认知水平。 
躯体健康主要通过日常活动能力（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ADL）和身体质量指数

（Body Mass Index，BMI）来衡量。若受访者在基本的穿衣服、洗澡、吃饭、起床下床、

上厕所、控制大小便上至少一项不能自理，则认为存在ADL障碍。若BMI指数低于18.5，
则认为体重较轻（Huang，2015）。 

                                                        
① 本文需要将父母信息和出生在 1966-1982 年间的成年子女信息合并利用，而 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

妇女平均初育年龄为 21 岁，60 年代平均初育年龄为 23 岁（郭东海，1994），二胎生育年龄为 25 岁

（李国经，1988），CHARLS 数据中平均每个家庭约养育 2-3 个孩子，由此粗略估计父母的出生年份约

为 1941-1959 年，为减少样本因年龄过大退出而造成的生存偏误（survivorship bias），本文选取

CHARLS 开展时间最早的一轮全国调查，即 2011 年基线调查作为研究样本进行分析。 
② 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网址：https://flk.npc.gov.cn。 

https://flk.npc.gov.cn/


 

 

我们感兴趣的关键解释变量是子女的受教育年限，按照标准将从未受教育至博士进

行教育年限换算：未受过正式教育（0 年）、未读完小学（按具体年限 0-6 年）、私塾（3
年）、小学毕业（6 年）、初中毕业（9 年）、中专毕业（11 年）、高中毕业（12 年）、大专

毕业（14.5年）、本科毕业（16年）、硕士毕业（19年）、博士毕业（23年）。样本中子女

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约为 8 年。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描述性统计 
变量 定义 均值 样本量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父母健康状况 
低生存预期 预期较低=1，较高=0 0.317 8260 0.465 0 1 
ADL障碍 有=1，无=0 0.196 10031 0.397 0 1 
BMI 体重_kg/身高_m2 23.20 8042 3.466 15.79 33.24 
体重过轻 BMI<18.5，是=1，否=0 0.0750 8042 0.264 0 1 
CES-D抑郁评分 分值越高代表抑郁程度越高 8.897 9404 6.464 0 30 
简单计算能力 分值越高代表计算能力越强 2.436 10147 2.064 0 5 
父母个体特征 
年龄 年龄 62.47 10147 7.673 37 100 
性别 男性=1，女性=0 0.468 10146 0.499 0 1 
儿时健康状况 较好=1，较差=0 0.459 9995 0.498 0 1 
受教育年限 受教育年限 4.399 10116 4.073 0 19 
已婚 已婚=1，否则=0 0.869 10147 0.338 0 1 
子女个体特征 
出生年份 出生年份 1975 21505 4.709 1966 1982 
受教育年限 受教育年限 8.067 21505 3.858 0 23 
性别 男性=1，女性=0 0.544 21505 0.498 0 1 
已婚 已婚=1，否则=0 0.914 21484 0.281 0 1 
暴露年限 受《义务教育法》改革影响年限 3.600 21505 3.439 0 9 
渠道变量 
看望父母频率 子女每周看望父母天数 2.739 21450 3.224 0 7 
联络父母频率 子女每周通过电话、短信、邮件等联络

父母天数 
0.997 21420 1.861 0 7 

同住 子女是否与父母同住=1，不同住=0 0.205 21505 0.403 0 1 
抽烟 父母是否吸烟，是=1，否=0 0.277 10137 0.447 0 1 
过度饮酒 父母喝酒且每月超过一次=1，不喝及很

少=0 
0.241 10134 0.428 0 1 

自来水 父母住房内有自来水=1，无=0 0.598 10098 0.490 0 1 
洗澡设施 父母住房内有洗澡设施=1，无=0 0.346 10102 0.476 0 1 
管道煤气或天然

气 
父母住房内有管道煤气或天然气=1，无

=0 
0.116 10102 0.320 0 1 

注：为减少异常值对结果的影响，我们将 BMI 进行了 1%-99%的缩尾处理。 

 



 

 

四、模型与结果 

（一）基准回归模型 
本文首先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子女教育对父母健康水平的影响，模型

设定如下： 
𝐻𝐻𝐻𝐻𝐻𝐻𝐻𝐻𝐻𝐻ℎ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 𝛽𝛽0 + 𝛽𝛽1𝐶𝐶ℎ𝑖𝑖𝐻𝐻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𝑢𝑢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 𝛾𝛾𝑿𝑿𝒊𝒊𝒊𝒊𝒊𝒊 + 𝜏𝜏𝑖𝑖 + 𝜆𝜆𝑖𝑖 + 𝜀𝜀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1) 

其中，𝐻𝐻𝐻𝐻𝐻𝐻𝐻𝐻𝐻𝐻ℎ𝑖𝑖𝑖𝑖𝑖𝑖代表居住在省份𝑗𝑗、孩子出生年份为𝑘𝑘的个体𝑖𝑖的健康水平指标，包

括前文提到的生存预期、躯体健康和心理健康。𝐶𝐶ℎ𝑖𝑖𝐻𝐻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𝑢𝑢𝑖𝑖𝑖𝑖𝑖𝑖表示的是个体𝑖𝑖的在𝑘𝑘年份出

生孩子的受教育年限。𝑋𝑋𝑖𝑖𝑖𝑖𝑖𝑖是一系列的可能影响健康的个人特征和子女特征控制变量，

包括性别、年龄、年龄平方项、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在世子女的数量、儿时的健康

状况，以及子女的性别和子女的婚姻状况。此外，我们还控制了子女出生年份的固定效

应𝜏𝜏𝑖𝑖和个体居住省份的固定效应𝜆𝜆𝑖𝑖（Ma, 2019）。𝜀𝜀𝑖𝑖𝑖𝑖𝑖𝑖是误差项。所有回归标准误均聚类

到省份层面。 
但是由于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例如更健康的父母更有能力投资子女的教育，从而造

成反向因果问题，或者无法观测到的遗传或环境因素同时对这两者产生作用带来遗漏变

量误差（Ma，2019），OLS 估计可能有偏。因此，我们利用 1986年《义务教育法》的实

施提供的准自然实验，构造政策暴露时间及政策强度作为子女受教育年限的工具变量，

进行如下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工具变量估计，式（2）和式（3）分别为第一

阶段和第二阶段的估计方程式： 
𝐶𝐶ℎ𝑖𝑖𝐻𝐻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𝑢𝑢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 𝛼𝛼0 + 𝛼𝛼1𝑖𝑖𝑥𝑥𝑥𝑥𝑥𝑥𝑥𝑥𝑢𝑢𝑥𝑥𝐻𝐻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 𝛼𝛼2𝑃𝑃𝑥𝑥𝐻𝐻𝐿𝐿𝐻𝐻𝑤𝑤𝑖𝑖𝑖𝑖ℎ

+𝛼𝛼3𝑖𝑖𝑥𝑥𝑥𝑥𝑥𝑥𝑥𝑥𝑢𝑢𝑥𝑥𝐻𝐻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 𝑃𝑃𝑥𝑥𝐻𝐻𝐿𝐿𝐻𝐻𝑤𝑤𝑖𝑖𝑖𝑖ℎ + 𝜉𝜉𝑋𝑋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 𝜏𝜏𝑖𝑖 + 𝜆𝜆𝑖𝑖 + 𝜇𝜇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2) 

𝐻𝐻𝐻𝐻𝐻𝐻𝐻𝐻𝐻𝐻ℎ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 𝛾𝛾0 + 𝛾𝛾1𝐶𝐶ℎ𝚤𝚤𝐻𝐻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𝑢𝑢𝚤𝚤𝚤𝚤𝑖𝑖� + Φ𝑋𝑋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 𝜏𝜏𝑖𝑖 + 𝜆𝜆𝑖𝑖 + 𝜀𝜀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3) 
其中，𝑖𝑖𝑥𝑥𝑥𝑥𝑥𝑥𝑥𝑥𝑢𝑢𝑥𝑥𝐻𝐻𝑖𝑖𝑖𝑖𝑖𝑖为居住在省份𝑗𝑗的个体𝑖𝑖的在第𝑘𝑘年出生孩子的义务教育法暴露时

长。𝑃𝑃𝑥𝑥𝐻𝐻𝐿𝐿𝐻𝐻𝑤𝑤𝑖𝑖𝑖𝑖ℎ为地区初始教育水平，定义为个体𝑖𝑖所在的省份𝑗𝑗、区域ℎ（农村地区或城

市地区）的最后五个不受义务教育法影响出生队列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其余变量含义与

模型（1）一致。 
暴露时长𝑖𝑖𝑥𝑥𝑥𝑥𝑥𝑥𝑥𝑥𝑢𝑢𝑥𝑥𝐻𝐻𝑖𝑖𝑖𝑖𝑖𝑖通过各省受改革政策影响的第一批入学儿童的出生年与该儿童

的出生年之差来构造，取值为 0-9（年）。例如北京《义务教育法》颁布和实施均在 1986
年，按照规定“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应当入学接受规定年限

的义务教育”以及“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可以计算出第一批受政策影响的个体

出生在 1971年 9 月之后，在此之前出生的人不受政策影响，因此暴露时间为 0，1971年
9 月-1972 年 9 月出生的个体政策暴露时间为 1 年，以此类推，1979 年 9 月之后出生的个

体在义务教育法改革时均未上小学，整个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均受影响，因此政策暴露时

间均为 9 年。 
有效的工具变量需要同时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假定：一方面，工具变量需要与子女

受教育年限强相关；另一方面，工具变量只能通过影响子女的教育来影响父母的健康相



 

 

关变量。首先，从图 1的 Panel A可以看出，和没有受到政策影响的队列相比，个体受影

响的时间越长，教育年限的增长幅度越大，这也为工具变量的相关性提供了实证上的证

据。其次，义务教育法实施年份为 1986 年，距我们样本中最晚出生子女的出生年份

1982 年有 4 年时间，父母不大可能在 4 年前甚至更早预见到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其生育

决定不会受到义务教育法实施的影响，义务教育法也不会影响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基本

只通过其子女的教育来影响其健康状况。最后，文献中对于诸如义务教育法实施和高校

扩招的准自然实验，由于政策执行的强制性和难以预见，常被视为对受教育年限的正向

外生冲击，用来解决个体教育水平的内生性问题（Duflo，2001；Huang，2015；
Kemptner 等，2011；Lundborg 和 Majlesi，2018）。 

但是，如果仅使用义务教育法的暴露时长作为工具变量，所能够捕捉到的有效信息

有限，不足以解释受教育年限的差异，因此我们借鉴 Rawlings（2015）、Huang（2015）
和 Ma（2019）的做法，构造了地区初始教育水平变量𝑃𝑃𝑥𝑥𝐻𝐻𝐿𝐿𝐻𝐻𝑤𝑤𝑖𝑖𝑖𝑖ℎ，以及暴露时长与初始

教育水平交互项𝑖𝑖𝑥𝑥𝑥𝑥𝑥𝑥𝑥𝑥𝑢𝑢𝑥𝑥𝐻𝐻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 𝑃𝑃𝑥𝑥𝐻𝐻𝐿𝐿𝐻𝐻𝑤𝑤𝑖𝑖𝑖𝑖ℎ，与暴露时长共同作为子女教育的工具变量。 
 

图 1. 义务教育法暴露时长对个体受教育年限的影响

 
注：此图展示了个体受教育年限对义务教育法暴露时长分类变量的 OLS 回归系数，以及对应的 95%

水平置信区间；横轴为 OLS 估计系数，纵轴为义务教育法的暴露时长，参照组为暴露时长为 0 的个体；

我们参考 Ma（2019）的做法，所有回归都控制了个体出生时的户口类型和省份固定效应，并以全国水

平的中位数来区分初始教育水平较低和较高的地区；Panel A、B、C 分别展示了所有地区、低初始教育

水平地区和高初始教育水平地区的估计结果。 



 

 

 
不同的地区由于历史、文化、经济等因素的差异，其初始平均教育水平、教育资源

有所差异，因此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强度和效果也因地而异。如图 1 Panel A 和 Panel B 所

示，相比高初始教育水平地区，义务教育法实施对初始教育水平较低地区的教育水平正

向影响显著更大。对于初始教育水平较低的地区，为了达到义务教育法的要求，往往需

要投入更多的教育资源，改革强度也更大，因此义务教育法实施的效果也更明显，这和

文献中的发现基本一致（Duflo，2001；Huang，2015；Ma，2019）。除了满足相关性假

定外，两个工具变量同时也满足外生性假定：𝑃𝑃𝑥𝑥𝐻𝐻𝐿𝐿𝐻𝐻𝑤𝑤𝑖𝑖𝑖𝑖ℎ是各地区最后五个不受义务教

育法影响出生队列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在我们控制了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省份固定效应

后，𝑃𝑃𝑥𝑥𝐻𝐻𝐿𝐿𝐻𝐻𝑤𝑤𝑖𝑖𝑖𝑖ℎ不大可能会通过影响子女的受教育年限之外的因素来影响父母的健康状

况；自然，交互项也只会通过影响子女的受教育年限来影响父母的健康状况。 
（二）基准回归结果 
工具变量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如表 2所示，第（1）列控制了子女出生年份固定效应和

前述个体和子女特征控制变量，第（2）列加入了省份固定效应，展示了基准回归设定，

即模型（2）的估计结果，另外为了进一步控制地区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我

们还仿照 Ma (2019)，在第（3）列加入了村/社区固定效应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从第一

阶段结果可以看出，义务教育法暴露时长对个体受教育年限有显著正向影响；交互项系

数显著为负，表示出生在初始教育水平较低地区的个人从义务教育法实施中受益更多。

本文所有 IV估计结果的一阶段 Kleibergen-Paap 𝑥𝑥𝑘𝑘 Wald F值远在 10这一经验值以上，可

以排除弱工具变量问题（Staiger 和 Stock，1997）。另外 Hansen J 统计量均不显著，无法

拒绝所有工具变量都外生的原假设，通过了过度识别检验。 
 

表 2.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 

变量 ChildEdu 
(1) (2) (3) 

Exposure 0.192*** 0.168*** 0.117** 
 (0.057) (0.053) (0.051) 
Prelaw 0.702*** 0.739*** 0.366*** 
 (0.020) (0.028) (0.036) 
Exposure×Prelaw -0.012** -0.013** -0.012** 
 (0.006) (0.005) (0.00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出生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省份固定效应 NO YES NO 
村/社区固定效应 NO NO YES 
F统计量 444.192 302.073 74.622 
观测值 21150 21150 21148 

注：***、**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省份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下同。 

 
表 3 展示了子女教育对父母生存预期的影响。第（1）列基于模型（1）进行 OLS 估

计，第（2）列基于模型（3）进行 IV 估计。结果表明，子女教育水平的提高能在 1%水



 

 

平上显著降低父母主观生存预期较低的概率。以 IV估计结果为例，子女受教育年限增加

一年，父母生存预期较低的概率将降低 4.1个百分点，相当于样本平均水平的的 12.9%。 
 

表 3. 子女教育对父母生存预期的影响 

变量 
低生存预期 

OLS IV 
(1) (2) 

ChildEdu -0.013*** -0.041*** 
 (0.002) (0.007) 
控制变量 YES YES 
出生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弱工具变量F统计量  182.212 
过度识别检验p值  0.952 
观测值 17506 17506 

注：弱工具变量采用的是 Kleibergen-Paap 𝑥𝑥𝑘𝑘 Wald F-stat 统计量，过度识别检验报告的是 Hansen J

统计量的 p 值，下同。 

 
表 4 结果显示，子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显著改善了父母的躯体健康水平。具体而言，

子女受教育年限提高一年，父母 ADL 存在障碍的概率降低 2.6 个百分点，相当于样本平

均水平的 13.3%，身体质量指数提高 0.528，相当于样本平均水平的的 2.3%，并且均在

1%水平上显著。由于 BMI 和健康并非线性关系，我们根据 BMI 是否低于 18.5 构造了

“体重过轻”的二元变量，结果显示，子女受教育年限提高一年将导致体重过轻的概率

显著降低 1.8 个百分点，相当于样本平均水平的 24%。为了避免非线性关系对结果产生

误导，在后文中我们主要采用“是否体重过轻”指标进行分析。 
 

表 4. 子女教育对父母躯体健康的影响 

变量 
ADL障碍 BMI 体重过轻 

OLS IV OLS IV OLS IV 
(1) (2) (3) (4) (5) (6) 

ChildEdu -0.008*** -0.026*** 0.106*** 0.528*** -0.005*** -0.018*** 
 (0.001) (0.006) (0.012) (0.076) (0.001) (0.00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出生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弱工具变量F统计量  237.602  95.648  95.648 
过度识别检验p值  0.131  0.207  0.541 
观测值 20965 20965 17209 17209 17209 17209 

 
关于父母心理健康的估计结果如表 5所示。子女受教育年限提高一年，父母的 CES-

D 抑郁评分将显著下降 0.559 分，相当于样本平均水平的 6.3%；简单的计算能力显著提

高 0.082，相当于样本平均水平的 3.4%。总的来看，子女教育水平的提高能显著降低个

体抑郁程度，改善认知水平，这和现有文献的结论相似（Huang，2015；Ma，2019；Ma
等，2021）。 



 

 

 
表 5. 子女教育对父母心理健康的影响 

变量 
CES-D抑郁评分 简单计算能力 

OLS IV OLS IV 
(1) (2) (3) (4) 

ChildEdu -0.194*** -0.559*** 0.030*** 0.082** 
 (0.026) (0.083) (0.004) (0.027)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出生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弱工具变量F统计量  208.669  257.219 
过度识别检验p值  0.534  0.573 
观测值 19975 19975 21150 21150 

 
（三）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本文基准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展开了如下检验： 
1. 调整样本区间。在基准回归中，我们使用的样本是在 1966 到 1982 年出生的子女

个体，为排除时间区间的选择可能对结果产生的影响，我们参照刘生龙等（2016）的设

定，将样本限制在 1962 到 1982 年出生的子女个体（1962 年 1 月之前出生的个体会受到

大饥荒的影响）。实证结果报告在附录的表 A1（只报告 IV结果，下同）中，与基准回归

结果一致。 
2. 删去年龄过于年轻的父母样本。在我们的样本中，子女所对应的父母可能并非其

亲生父母，继父、继母的存在使得部分观测中父母的年龄过于年轻。父母的年龄过于年

轻可能会导致两方面问题。一方面，如果父母出生年份与计算 PreLaw 的时间段有重叠

的话，就不能排除该变量还会通过影响父母的受教育年限来影响健康状况的可能性，影

响外生性假定。另一方面，子女教育对亲生父母与继父继母健康状况的影响可能存在差

异。对于前一个问题，我们的模型中控制了父母的受教育年限变量，且出现时间重叠的

样本十分有限，因此 PreLaw 和模型的扰动项相关的可能性极低。对于后一个问题，为

验证我们基准回归的稳健性，我们删除了那些父亲在孩子出生时年龄小于 22岁的或者母

亲在孩子出生时年龄小于 20 岁的样本，重新回归，得到了附录的表 A2de 结果，与基准

结果保持了较好的一致性。 
3. 加入子女出生月份缺失的样本。原始数据中有部分子女的出生月份信息缺失，我

们在基准回归时删去了这部分样本。为验证对这部分观测的删除不会对估计结果有太大

影响，我们按照样本中子女出生月份的概率密度，对缺失的子女出生月份进行了插补，

将这部分观测加入到样本中重做回归，实证结果同样稳健（见附录表 A3）。 
4. 只保留受教育程度最高子女的样本。在我们的样本中，同一位父母可能因为有多

个子女而重复出现在数据集中，使得那些子女数量更多的父母在回归中占据了更大的权

重。由于在回归中同时控制了子女数量这一变量，我们认为这一因素对估计结果的影响

很小。为测试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只保留了每位父母受教育程度最高子女（相

同教育程度取最年长的子女）的样本（Ma，2019；Zimmer 等，2007）。实证结果报告在

附录表 A4 中，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了良好的一致性。 



 

 

5. 根据父母的子女数量对样本进行加权。基于与（4）相同的考虑，我们将每个

“子女-父母”观测值以父母的子女数量倒数进行加权（Lundborg 和 Majlesi，2018），再

做回归，实证结果（见附录表 A5）与我们的基准回归结果也具有较好一致性。 

五、异质性分析与机制讨论 

（一）异质性分析 
接下来，本文探讨儿子和女儿的受教育程度对于父亲和母亲健康状况的异质性影响。

首先，我们考虑孩子性别。一方面，男性的教育回报通常高于女性，因此儿子的受教育

程度提高更可能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从而提高父母健康水平；另一方面，女性在家庭

中往往充当“照顾者”（care-provider）的角色，女儿更可能为父母提供非正式的家庭照

料（宗庆庆等，2020）。其次，我们考虑父母性别。一方面，相较于男性，女性较低的

劳动参与率往往伴随着较低的社会保障水平，物质上更需要子女的养老支持（Ross 和

Mirowsky，2006），另外，有文献显示女性对子女的养老和照料需求明显高于男性（杜

鹏等，2016）。在本文的样本中，关于“如果您将来老了干不动工作了，您认为您最主

要依靠什么养老”，75%的女性选择依靠子女养老，而男性样本中这一比例为 66%。另一

方面，老年男性的健康水平往往比同龄的女性更差，因此更需要子女的照顾（Lundborg
和 Majlesi，2018）。 

实证结果如表 6 所示。首先，分父母性别来看，子女教育的提升对母亲的生存预期

和躯体健康的正面影响，与父亲大体相当或略大于父亲，而对于心理健康，对母亲的改

善作用大于父亲。进一步地，为了检验父母性别的影响差异是否具有统计学的显著意义，

我们将父母性别和子女受教育年限的交互项加入回归，IV 估计结果见附录表 A6。结果

显示，就生存预期和躯体健康而言，子女教育提升对父亲或母亲的影响并无显著差异；

就抑郁和认知水平而言，相较于父亲，子女教育水平的提升显著更多地降低了母亲的抑

郁程度、改善了母亲的认知水平，这与 Ma 等（2021）结论基本一致。 
其次，分子女性别来看，我们发现相比于女儿，儿子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显著更多地

降低了母亲生存预期较低的概率、ADL 存在障碍的概率和体重过轻的概率，同时还显著

更多地降低了父亲的抑郁程度、改善了父亲的认知水平。这和Lundborg和Majlesi（2018）
基于瑞典的情况有所不同，他们发现女儿教育水平提高能显著提高老年父亲的生存概率，

作用渠道主要是女儿与父母的居住距离缩短，而儿子则倾向于接受更高程度的教育，搬

去就业机会更好的城市。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可能是，本文的样本大部分居住在农村地

区，经济发展程度受限，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因此在本阶段，物质水平提高的边际

效用远大于精神层面。由于教育回报的性别差异，儿子教育水平的提高带来的收入增加

往往多于女儿，能在物质上更好的满足父母的养老需求。 
 

表 6. 异质性分析 



 

 

变量 低生存预期 ADL障碍 体重过轻 CES-D抑郁评分 简单计算能力 
(1) (2) (3) (4) (5) 

Panel A: 母亲      
ChildEdu -0.035*** -0.025*** -0.016*** -0.510*** 0.093*** 
 (0.008) (0.006) (0.003) (0.095) (0.029) 
ChildEdu×Son -0.014** -0.011* -0.009** -0.144 0.038 
 (0.005) (0.006) (0.004) (0.109) (0.025) 
观测值 9242 11249 9294 10857 11365 
      
Panel B: 父亲      
ChildEdu -0.037*** -0.021*** -0.013* -0.483*** 0.001 
 (0.006) (0.007) (0.006) (0.073) (0.030) 
ChildEdu×Son -0.006 -0.001 -0.003 -0.115* 0.054* 
 (0.006) (0.005) (0.004) (0.061) (0.023) 
观测值 8264 9716 7915 9118 9785 

 
（二）机制分析 
为进一步探讨子女教育“反哺”父母健康的可能渠道，我们从父母养老的情感需求

和物质需求两方面来分析。 
表 7 报告了情感需求渠道的结果。结果显示，随着子女受教育程度的提升，看望、

联络父母的频率，以及与父母同住概率均显著增加，这一影响对父亲和母亲没有明显差

异。对于不良健康行为，子女教育提高能显著降低父母抽烟、过度饮酒的概率，尤其对

父亲的作用更明显。总体来看，子女教育提升能为父母提供更多的情感支持、促成良好

健康习惯的养成。交互项结果显示，相较于儿子，女儿在情感支持中起到的作用更大，

但差异并不十分显著。 
 

表 7. 机制分析：子女教育对父母情感支持的影响 

变量 看望父母频率 联络父母频率 同住 抽烟 过度饮酒 
(1) (2) (3) (4) （5） 

Panel A: 母亲      
ChildEdu 0.339*** 0.234*** 0.019*** -0.001 -0.010** 
 (0.054) (0.039) (0.005) (0.004) (0.004) 
ChildEdu×Son -0.116 -0.044 -0.001 -0.002 -0.002 
 (0.068) (0.032) (0.008) (0.003) (0.003) 
观测值 11332 11317 11365 11363 11364 
      
Panel B: 父亲      
ChildEdu 0.366*** 0.241*** 0.025*** -0.032*** -0.020* 
 (0.053) (0.033) (0.005) (0.008) (0.010) 
ChildEdu×Son -0.075 -0.035 0.004 -0.011* 0.004 
 (0.066) (0.032) (0.008) (0.006) (0.007) 
观测值 9766 9753 9785 9785 9778 

 
表 8 报告了物质需求渠道的结果。我们发现，子女的受教育程度提高能显著改善父

母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设施。相比于女儿，儿子在物质层面对父母的帮助更大，且差异均

在 1%水平上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教育回报的性别差异所引致的 ①。换言之，同样是提高

                                                        
① 由于数据原因，我们无法得知子女的个人收入信息，因此不能就该渠道进行实证检验。但是，



 

 

一年受教育年限带来的收入提升，男性的提升幅度通常大于女性，因此儿子更有可能为

父母养老提供物质支持。 
 

表 8. 机制分析：子女教育对父母经济支持的影响 

变量 住房内有自来水 住房内有洗澡设施 住房内有管道煤气或天然气 
(1) (2) (3) 

Panel A: 母亲    
ChildEdu 0.085*** 0.097*** 0.075*** 
 (0.016) (0.010) (0.012) 
ChildEdu×Son 0.039*** 0.040*** 0.033*** 
 (0.009) (0.008) (0.008) 
观测值 11322 11327 11327 
    
Panel B: 父亲    
ChildEdu 0.083*** 0.098*** 0.079*** 
 (0.013) (0.011) (0.011) 
ChildEdu×Son 0.043*** 0.048*** 0.037*** 
 (0.007) (0.006) (0.007) 
观测值 9756 9761 9761 

 
（三）进一步讨论 
子女教育改善了父母健康水平这一结论，对缓解健康不平等提供了启示。健康不平

等既包含了由于年龄、性别等因素导致的合理的不平等，也包含了由于收入、教育等因

素引致的不合理的不平等，本文主要关注后者。大量研究表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

发展中国家，都存在“亲富人”的健康不平等（金双华等，2020）。解垩（2009）基于

1991-2006 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研究发现，高收入群体健康状况更好，却使用了

更多的医疗服务，收入和教育是对健康不平等贡献最大的两个因素。因此，随着子女受

教育程度的提高、地区间教育差距的缩小，子女为父母提供更多的情感和经济支持，满

足父母的养老需求，从而可能一定程度上缓解健康不平等问题。 
本文按照初始教育水平（Prelaw）中位数将样本分为高教育水平地区和低教育水平

地区。从图 1 可以看出，相比高教育水平地区，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对低教育水平地区的

教育提升作用更大。进一步的，本文分别选取 BMI 和 CES-D 抑郁评分作为躯体健康和

心理健康的代理变量，来看子女教育水平的提高是否有利于改善区域间老年父母的健康

不平等。结果如图 2 和图 3 所示。义务教育法实施显著改善了低教育水平地区老年父母

的身、心健康，子女受影响时间越长，父母健康提升作用越大，但对高教育水平地区个

体没有显著影响。 
 

图 2. 子女义务教育法暴露时长对父母 BMI 的影响 

                                                        
已有大量文献关于教育回报的性别差异达成了一致（Blau 和 Kahn，2017），这也为本文的分析提供了

依据。 



 

 

 
注：此图展示了父母的 BMI对子女义务教育法暴露时长分类变量的 OLS回归系数，以及对应的 95%

水平置信区间；其余同图 1。 

 

图 3. 子女义务教育法暴露时长对父母 CES-D 抑郁评分的影响

 
注：此图展示了父母的 CES-D 抑郁评分对子女义务教育法暴露时长分类变量的 OLS 回归系数，以

及对应的 95%水平置信区间；其余同图 1。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2011 年基线数据，利用 1986 年《义务教育法》

的实施提供的准自然实验，研究子女教育对父母健康的异质性影响及反哺渠道。研究结

果表明：第一，子女受教育程度的提升显著改善了父母的生存预期、躯体健康、认知和

抑郁，这一结论在通过解决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在考虑

父母性别的异质性后，本文发现子女教育对母亲的抑郁和认知功能改善作用更大；进一

步考虑子女性别，我们发现相比于女儿，儿子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既降低了母亲生存预期

较低的概率、促进了母亲的躯体健康水平，也显著改善了父亲的认知和抑郁。第三，子

女受教育程度提高均能促使父母养成更健康的生活习惯，但女儿受教育程度提升增加了

看望和联系父母的频率，而儿子受教育程度提升后则为父母提供更多的物质支持，帮助

改善父母的居住环境，即呈现出“儿子出钱，女儿出力”的反哺模式。 
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政策和现实意义。第一，我国现阶段仍以非正式养老支持为

主，而子女是养老支持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最重要的一环，且国内现有研究多集中于讨论

正式养老制度，因此研究子女对父母的健康反哺机制对于利用好“子女-父母”社会网

络关系来实现从非正式向正式养老制度平稳过渡、促进“健康老龄化”有一定意义。第

二，提升子女的教育水平，不仅有利于自身健康，还能对家庭内其他成员（例如父母等）

的健康水平产生正向影响，因此增加教育投资，特别是初始教育水平较低地区的教育投

资，能一定程度上改善老年人地区间的健康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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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Bottom to Top: The Reverse Intergenerational Health Effects 
of Education ---- Evidence from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Law 

Abstract: While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human capital from parents to offspring 
is well-documented, limited research has explored the reverse transmission of human capital 
from children to parents, particularly regarding gender differences. Utilizing exogenous 
educational variation resulting from a 1986 reform in Chinas compulsory educa tion law, this 
paper estimates the causal impact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 of children on various health 
outcomes of older parents. Leveraging data from the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instrumental variable estimation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an increase in childrens years of 
education leads to higher survival expectations, improved physical health, enhanced cognitive 
functions, and reduced depression of Chinese older parents. Furthermore, this paper highlights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back-feeding mechanisms, with sons primarily providing financial 
support and daughters contributing caregiving efforts. 
Keywords: healthy aging; human capital;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gender differences 
JEL Classification: D13; I14; I28; J14 
 

  



 

 

附录 

表 A1. 稳健性检验：调整样本区间为 1962-1982 

变量 低生存预期 ADL障碍 体重过轻 CES-D抑郁评分 简单计算能力 
(1) (2) (3) (4) (5) 

ChildEdu -0.045*** -0.026*** -0.019*** -0.587*** 0.086*** 
 (0.007) (0.006) (0.005) (0.084) (0.02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出生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弱工具变量F统计量 177.372 241.009 123.411 227.377 255.543 
过度识别检验p值 0.511 0.026 0.576 0.647 0.740 
观测值 19514 23372 19108 22244 23575 

 
表 A2. 稳健性检验：删去年龄过于年轻的父母样本 

变量 低生存预期 ADL障碍 体重过轻 CES-D抑郁评分 简单计算能力 
(1) (2) (3) (4) (5) 

ChildEdu -0.043*** -0.026*** -0.018*** -0.586*** 0.085*** 
 (0.007) (0.006) (0.005) (0.0911) (0.02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出生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弱工具变量F统计量 168.935 221.927 84.678 195.457 238.059 
过度识别检验p值 0.244 0.194 0.531 0.373 0.289 
观测值 15431 18501 15166 17649 18670 

 
表 A3. 稳健性检验：加入子女出生月份缺失的样本 

变量 低生存预期 ADL障碍 体重过轻 CES-D抑郁评分 简单计算能力 
(1) (2) (3) (4) (5) 

ChildEdu -0.041*** -0.027*** -0.018*** -0.571*** 0.086*** 
 (0.007) (0.006) (0.005) (0.086) (0.027)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出生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弱工具变量F统计量 173.809 240.834 95.648 210.775 262.788 
过度识别检验p值 0.926 0.127 0.541 0.582 0.534 
观测值 17634 21132 17209 20138 21319 

 
表 A4. 稳健性检验：只保留受教育程度最高子女的样本 

变量 低生存预期 ADL障碍 体重过轻 CES-D抑郁评分 简单计算能力 
(1) (2) (3) (4) (5) 

ChildEdu -0.043*** -0.025*** -0.023*** -0.472*** 0.099*** 
 (0.007) (0.008) (0.005) (0.103) (0.03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出生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弱工具变量F统计量 187.919 232.313 68.665 233.155 232.286 
过度识别检验p值 0.797 0.183 0.772 0.692 0.209 



 

 

观测值 8205 9858 7971 9328 9950 

 
表 A5. 稳健性检验：根据父母的子女数量对样本进行加权 

变量 低生存预期 ADL障碍 体重过轻 CES-D抑郁评分 简单计算能力 
(1) (2) (3) (4) (5) 

ChildEdu -0.042*** -0.025*** -0.018*** -0.474*** 0.077*** 
 (0.006) (0.006) (0.004) (0.081) (0.02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出生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弱工具变量F统计量 126.777 157.402 81.935 149.958 164.500 
过度识别检验p值 0.786 0.128 0.695 0.349 0.457 
观测值 17506 20965 17209 19975 21150 

 
表 A6.异质性分析：区分父母性别 

变量 低生存预期 ADL障碍 体重过轻 CES-D抑郁评分 简单计算能力 
(1) (2) (3) (4) (5) 

ChildEdu -0.041*** -0.022*** -0.017*** -0.492*** 0.006 
 (0.006) (0.007) (0.006) (0.078) (0.028) 
ChildEdu×Mother -0.001 -0.008 -0.002 -0.120* 0.139*** 
 (0.005) (0.006) (0.003) (0.064) (0.01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出生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弱工具变量F统计量 106.083 122.494 48.728 111.827 131.993 
过度识别检验p值 0.966 0.374 0.461 0.343 0.225 
观测值 17506 20965 17209 19975 2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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